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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善意本性的公共品自愿供给与公平分配
———中美行为经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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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与现实中人的思维存在偏差。本文设计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实验

（信任、囚徒困境、公共品、独裁和最后通牒实验）并在中美两国大学课堂上实施。研究表明：人们

天生具有善意本质和社会性思维，能够自愿供给公共品，偏好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而在信任度、合

作偏好、合作水平和公平偏好的量化方面，美方都表现出更高 （强）的特征。本文建议政策制定者

有必要充分了解人们的社会性思维及相应的微观行为，政策的重点有必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思维、能

力和行动，以及为人们自愿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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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了解人们的真实性思维。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实验经济学家创建了一系列行为实验，用于探讨人们的真实思维，如Ｂｅｒｇ等 （１９９５）设计的信

任实验、Ｍａｒｗｅｌｌ与 Ａｍｅｓ（１９７９）的公共品实验、Ｇｕｔｈ等 （１９８２）的最后通牒实验以及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 （１９８６）的独裁实验，他们发现现实中人们行动的表现，并非只有顾及自己利益的

理性思维，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涉他偏好、互惠决策和条件性合作行为等特征，即人们在行动前

的思维往往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后，这些经典实验在学术界得到广泛采用，带动了从微观

层面探索公共事务领域人们的思维问题的热潮；同时，由于这批研究成果的卓越理论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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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表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等国际顶

级刊物上，被国内外广泛视为探究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思维和行动的典范。总体来说，这

些研究初步证实了现实中的人们的偏好和思维与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不同，而是介于完全理

性与完全利他之间 （Ｈｅｎｒｉｃｈ等，２０１０ａ）。具体的代表性研究有，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１９９５）以美国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公共品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具有合作的偏好，愿意贡献初始禀赋的３３％来生

产公共品；而Ｋａｒｌａｎ（２００５）在秘鲁进行的公共品田野实验表明，当地人的思考方式具有涉他

性，在决策时会考虑他人的行动，愿意贡献的份额高达禀赋的８１％；Ｈｅｎｒｉｃｈ等 （２００６）对５大

洲的１５个小型社会中人们进行了最后通牒实验研究，他们发现当存在同行惩罚机制的条件时人

们偏好的分配意愿是自己禀赋的２５％－５１％。

在这些经典研究的基础上，有研究也发现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人们的真实性思维能够引导人

们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公共品自愿供给与公平分配。具体来讲，其功效主要体现于公共品

自愿贡献机制 （ＶＣＭ，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典型的成功经验如印度微金融行业，

客户之间自愿维系的信用与互惠关系形成了良好的公共秩序、降低了违约风险，使得小额贷款

服务实现了有效提供 （Ｆｅｉｇｅｎｂｅｒｇ等，２０１３）。而在公平分配方面，其主要体现在公共资源治理

领域，成功地破解了 “公地悲剧”的难题，验证了用户能够自我组织实现资源的长期持续利用

（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Ｊａｎｓｓｅｎ等，２０１０）；解释了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较为追求公平的目标、甚

至愿意与陌生人进行交易以获取公平的收益 （Ｈｅｎｒｉｃｈ等，２００１），同时也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国

民对收入公平分配的强烈诉求的原因 （陈叶烽等，２０１１；周业安等，２０１３）。

显然，这些研究在明确人们的真实性思维上具有重要的贡献，也科学地精炼出人们具

有信任、互惠、利他和条件性合作等社会性偏好 （陈叶烽，２００９；周业安，２０１５），对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尚存在如下两方面缺陷：缺乏对真实

性思维一致的界定，以及忽略了真实性思维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前者，已有研究主要描

述了其关键表征，如社会偏好、互惠、利他、涉他等，没有清晰界定和深入分析这些偏好

表征的本质属性与内涵，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集体行动时的根本思维性质尚不明确。对于

后者，已有的一次性行为实验研究大都是独立进行，探讨真实性思维的某一方面，很少同

时开展多个实验研究共同性，缺乏对它们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割裂了真实性思维与公共

品自愿供给和公平分配成果这两个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即没有分析人们的真实性思维如

何作用于经济生产和利益分配活动。这两个问题是解释人们思维、行动和经济运行机理的

关键，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本文将采用来自中美双方的系列行为实验对其进行逐一探究。需

要说明的是，早期在实验设计阶段，我们意在找出人们真实思维的一个共同特征，以统一

术语，当时通过实验观察，一致认为人们在行动时的思考方式受到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实验分析阶段，恰逢世界银行发布 《２０１５年世界发展报告》，高屋建瓴地指

出这是一种社会性思维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ｌｙ），其研究对象与结论与我们的实验不谋而合。报

告明确指出真实经济活动中人们的思维具有社会性，即人们偏好信任、互惠、利他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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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经济学理性行为人的假设有些差异；同时指出，社会性思维能够引导人们有效地自

愿供给公共物品，并且偏好公平分配这些物品。报告也阐述了社会性思维的根源是人们行

动时会考虑他人的决策，会受到文化、社会规范和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报告认为，

新时期的政策制定非常有必要洞悉这个理论基础，否则，不当的政策不仅会挤出人们自愿

的投入、造成低效的公共品生产与分配，而且会产生贫困恶化、风险增加、资源浪费、发

展退步等等重大问题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５）。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社会性思维这一表达方式来继续行文分析。首先，明确社会性思维

的属性包括本质与表征两个方面，一方面，善意是社会性思维的本质，借此延伸了社会性思维

这一理念的内涵，另一方面，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社会性偏好是社会性思维的表征，厘清它们

之间存在的递进性逻辑关系；其次，明晰基本要素、构建理论框架，梳理五个行为实验与社会

性偏好之间的对应关系；再次，执行实验，并观察善意、社会性思维与公共品自愿供给与公平

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社会性思维的属性与相关假设

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以理性人假设作为分析人们在公共经济活动中行为的逻辑起点，

但是这种理性的思维模式常常推演出与现实有些偏差的论断，日渐受到行为经济学的强烈挑战。

理性假设将个人抽象化为同质化的、冷静且计算的自利行动者，免疫于他人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面临公共事务时，搭便车问题无处不在，缺乏自愿合作解决的可能。但真实的情况是，人们

的行为常常会表现出社会性思维，不完全符合理性思维和搭便车难题的预测，在决策时深受社

会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人们的初始理念具有善意或者恶意的差别，会产生

积极或者消极两种不同的集体后果，例如公共品自愿供给与腐败。而本文意在考察人们如何通

过社会性思维走出公共事务活动中的困境、实现集体利益，因此我们集中探讨社会性思维的积

极性的一面，以善意作为假设的出发点。

为了说明社会性思维的内含属性，我们先定义如下概念：

（１）善意：经济活动中人们普遍怀有希望他人好的心理倾向和伦理认同，人们既有潜意识

善举的内在动机，又有伦理认同的外在强化。

（２）信任：经济活动中各关联方对对方怀有善意的信心与忠诚；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

受个体差异的影响，也受外在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及对方行为的影响。

（３）互惠：经济活动中各关联方愿意采取相互有利的合作行为；互惠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

之上，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对我善者以善待之，对我恶者以恶报之。表现为 “投桃

报李”，或 “冤冤相报”的行为模式。

（４）公平：经济活动中利益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果的平等程度。

沿着行为经济学的思路，本文认为，人们在公共事务决策中表现出的社会性思维包括如下

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是作为社会性思维本质的善意。善意是个体与生具有的品性，是人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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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础，并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人为善是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普遍准则。因此，

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必然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影响。

二是作为社会性思维表征的社会性偏好，如信任、互惠、合作和公平等行为方式和特征，

是人性内在的善意本性的外在表达。不同的社会偏好是善意本性在不同经济情景下的自然反映，

善意与社会偏好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如果个人是 “性本善”的社会人，那么在

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必然具有相互信任以达成合作、自愿供给的人性基础；对于

生产结果的分配，他们追求的目标就不仅是效率，也内含公平。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１）社会人假设：由于人性的善意属性，人们的经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互惠的社会性思

维支配，在不同类型或不同阶段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倾向于信任、合作、公平等社会偏好的

特征。这一基础假设在生产、分配等不同类型 （阶段）的经济活动有不同的特点。根据这些特

征，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如下假设。

（２）合作生产假设：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完全受理性的支配，也受非理性的善意的影响；

心怀善意促使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互惠合作。信任程度越高，互惠程度越大，合作水平越高，

人们得到的共同经济效益越高。

（３）公平分配假设：善意使人们在意他人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具有平等

化的偏好，因而注重公平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公平的追求胜过效率，遇到不公平待遇时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而实施惩罚。

（４）公平与合作互动假设：公平与信任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个体善意在经济活动不同

阶段的表现。信任表现为合作策略的选择，是善意在生产过程中的反映；公平表现为利益均享，

是善意在分配结果上的表达。善意大，则信任程度强，则公平程度高。

图１ａ　本文的分析框架

图１ｂ　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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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假设，围绕从生产到分配的经济活动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的合理推论：心怀善意

的人们在面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时，能够彼此互信，愿意采取互惠的合作策略，实现

公共品的供给和共享。这个推论建立了上述不同类型 （生产和分配）经济活动中不同行为假设

之间的逻辑联系，同时也构建了利用不同的经济实验检验上述假设及其相互联系的分析框架

（见图１ａ）。显然，这一框架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 （见图１ｂ）。

三、实验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将采用经济学领域研究偏好问题的五个经典的行为实验来进行研

究，分别是供给领域的信任实验、囚徒困境实验和公共品实验，分配领域的独裁实验和最后通

牒实验。我们保持了这些实验的标准内涵，而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禀赋、收益率和经济激励等

参数进行了修改，主体设计工作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ＭａｒｃｏＡＪａｎｓｓｅｎ教授完成，主要设计过程

包括如下部分。

（一）实验说明

五个实验相继在美国和中国开展。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们先后在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和广东财经大学招募实验对象，两校分别有８８人和１３０人、共计２１８人参加了实验。

实验对象分为中方与美方２组，每组全部实验对象同时集中在一间教室参加实验，这样做的目

的是尽可能扩大实验对象之间随机分组的范畴，创造模拟陌生人之间互动的模式。每组实验对

象依次参加信任、囚徒困境、公共品、最后通牒和独裁游戏，但是每个游戏中实验对象之间的

分组都是不重复的随机组合。这些实验对象是来自一年级的不同专业的新生，将分别扮演不同

身份连续进行５个 （４个双人一组和１个五人一组）实验，依次为每个实验的决策作答，整个实

验过程以传统的纸笔方式进行，中方和美方的实验语言分别采用中文和英文。由于在中国进行

的实验需要翻译为中文，为确保国内学生 （实验对象）准确理解实验说明、随机组队的含义以

及实验中收益支付的计算，以确保他们在实验中更好地决策，我们先选择一个３０人的小班进行

预实验，根据他们反馈的信息，将难以理解的术语加以详细解释，转化为易懂的中文语境，然

后正式在国内实施实验。

我们要求实验对象在实验期间不准许交谈，只能独立作答，如果实验对象有任何不明白之

处，只需要举手，实验员就会私下予以回答；初始禀赋与初始收益都是以筹码形式进行表示，

最终收益将转化为平时成绩加分，１个筹码等于增加１分的平时成绩①；每个实验对象都需要参

加全部实验，而且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在每个决策做出之后，都需要附上说明，解释这样选择

的原因；最终，对于每个实验对象来说，五项实验中只有一项可被抽选为计分，因此，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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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计报酬机制的原则是，能够使实验对象的真实偏好与行为之间存在相容性，本研究的实验对象是大学生，平时成绩

加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收益表达方式，这也在周业安和宋紫峰 （２００８）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即采用的平时成绩的方式，
主要为了剔除由于初始禀赋、收益分配不均引起的不适宜的激励效果，能够保证足够的、公平的激励。



求实验对象必须认真对待全部实验；每项实验的最高收益是１０个筹码；实验设置中的分组抽选

和计分抽选，都是事后由电脑随机匹配完成；５项实验共需约３０分钟。整个实验结束，每位实

验对象因被抽中的身份不同以及实验收益不同，而最终收益在０－１０分之间。

（二）实验设置

１供给实验

供给实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信任与信任度实验，检验经济活动中人们对彼此的信任并衡

量信任程度和合作可能性，包括信任实验和囚徒困境实验；另一类是公共品实验，检验相互信

任的人们之间合作程度以及合作生产公共品的水平。

实验１：信任实验 （又称投资实验）。在该实验中，一个实验对象和另外一方随机地组成一

组，分为实验对象Ａ和Ｂ；Ａ与Ｂ分别有一次决策机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在第一阶

段，Ａ会从实验员处获得３个筹码，Ｂ没有筹码，Ａ的任务是对这３个筹码在 ＡＢ之间进行分

配，可以选择０－３之间的任何一个筹码 （ｘ）分配给 Ｂ，实验规则是 Ｂ得到的分数将变成３倍

（３ｘ）；然后，在第二阶段，Ｂ可以将获得的筹码 （３ｘ）中的一部分比如 ｙ个筹码送回给 Ａ，也

可以选择不返还而全部占为己有。只要 Ｂ选择 ｙ个筹码送回给 Ａ，实验即结束，双方的收益分

别为Ａ的 （３－ｘ＋ｙ）和 Ｂ的 （３ｘ－ｙ）个筹码。Ａ的分配 （或投资）行为衡量的是对 Ｂ的信

任水平，给Ｂ的筹码越多说明信任度越高，不信任到完全信任依次为给Ｂ的 （０，１，２，３）个

筹码；Ｂ的行为衡量的是互惠或者条件性合作水平，Ｂ得到的筹码在增值三倍之后可能是 （０，

３，６，９），即被信任程度依次增加，如果Ｂ返还给Ａ的筹码也依次增加的话，那么说明 Ｂ是典

型的条件合作者、而且合作水平随着被信任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依据主流经济学的逆向推

断，Ａ会假设在第二阶段Ｂ为了收益最大而不会返还筹码，那么Ａ认为Ｂ不值得信任，于是在

第一阶段Ａ不会给Ｂ筹码，结果 Ａ的收益只有初始禀赋３个筹码，Ｂ的收益为０。也就是说，

主流经济学逻辑下Ａ与Ｂ之间不存在信任，Ｂ不会回馈Ａ筹码、Ａ自然也不会给Ｂ筹码。

实验２：囚徒困境实验。同实验１，两个实验对象随机地组成一组，分为 Ａ和 Ｂ；两个实验

对象都没有禀赋，实验规则是有甲和乙两个方案可供 Ａ与 Ｂ同时选择，一旦做出决策，游戏便

结束；如果两个实验对象都选择甲方案，则都会获得３个筹码；如果一个实验对象选择甲，另

一个选择乙，那么选择乙的实验对象将得到５个筹码作为收益，选择甲的实验对象将得到０个筹

码；如果两个实验对象都选择乙，双方都会得到１个筹码。Ａ与 Ｂ的行为衡量的是对对方的信

任情况，以及信任产生的收益。如果依据主流经济学的博弈分析和纳什均衡原理，占优策略是

两个实验对象都选择乙方案，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信任，也不会有合作，Ａ与 Ｂ的集体收益只

能最低 （２个筹码）。

实验３：公共品实验。与上述两个实验不同，该实验扩大了成员规模，将五个实验对象随机

组成一队；实验员分别给每个实验对象３个筹码作为初始禀赋，他们可以共同投资一个项目，

可以全部保留而一个都不投，也可以投入３个筹码中的一部分比如ｘ，那么第ｉ个实验对象投入

的筹码则是ｘｉ；投资的集体收益是５个实验对象的投资总额乘以３，即 （∑
５

ｉ＝１
３ｘｉ），无论其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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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象是否投资以及投资多少，收益都是由他们平均共享 （０２∑
５

ｉ＝１
３ｘｉ）；每个实验对象的收

益是没有用于投资的筹码加上项目的平均共享收益 （３－ｘｉ＋０２∑
５

ｉ＝１
３ｘｉ）。每个实验对象的投

资行为衡量的是合作的意愿，贡献的筹码越多 （从０到３个）、说明合作意愿越强烈，而贡献０

个筹码既是搭便车行为；同时，集体收益衡量的是合作水平，收益越多说明合作平水越高。依

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每个实验对象都会搭便车，不会投资任何筹码，结果集体收益为０，每个

实验对象的收益只是当初的禀赋，即３个筹码。

２分配实验

分配实验有两个，一个是最后通牒实验，主要检验在存在同行惩罚的条件下，人们的分配

偏好。实际上，上文的信任实验也可以用于考察分配行为，它可以解释为存在同行奖励的条件

下，人们的分配偏好，故此，我们在本部分会对信任实验进行再次分析。另一个是独裁实验，

检验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条件下人们的分配偏好。

实验４：最后通牒实验。同上文的两人实验类似，两个实验对象被随机组成一队，分为Ａ和

Ｂ；实验员仅仅给Ａ分配１０个筹码作为初始禀赋，而没有给Ｂ任何筹码；游戏规则分为两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Ａ要分配给Ｂ一些筹码，可以是１０个中的一部分比如ｘ个，也可以一个都不

给；在第二阶段，Ｂ可以针对被分配的 ｘ筹码而选择 “接受”或者 “拒绝”，如果选择了 “接

受”，那么Ａ的收益就是保留的筹码 （１０－ｘ），Ｂ的收益是被分配的筹码 （ｘ），但是，若选择

了 “拒绝”，那么Ａ与Ｂ的收益都是０。Ａ的行为考察的是公平分配意愿，通常认为自己保留５

个筹码、同时给对方５个筹码５－５方案是公平行为，相应地自己保留１０个筹码是绝对的自利行

为，而自己保留０个筹码是绝对利他行为；而 Ｂ的行为考察的是惩罚意愿，Ｂ拒绝的筹码是采

取惩罚而付出的代价。依据主流经济学的逆推逻辑，既然 Ｂ不会牺牲任何被赠与的机会，因为

拒绝就意味着失去利益，因此会接受任何大于０的筹码，而 Ａ则只需要提供最小的正数即可，

比如１个筹码，结果，Ａ与Ｂ的收益分别为９与１，即存在惩罚会威慑Ａ的完全自利分配方式。

另外，对于信任实验，Ａ的行为可以看做是考察公平分配意愿，相应地全部不分配和全部

分配分别表示Ａ的完全自利行为和完全利他行为；而 Ｂ的行为考察的是奖励意愿，Ｂ返回给 Ａ

的筹码是奖励的代价。

实验５：独裁实验。两个实验对象被随机组成一队，分为 Ａ和 Ｂ；实验员仅仅给 Ａ分配１０

个筹码作为初始禀赋，而没有给Ｂ任何筹码；游戏规则是，Ａ要分给Ｂ一些筹码，可以是１０个

中的一部分比如ｘ个，也可以一个都不给，不管 Ａ分配出去的筹码是多少，Ｂ只能接受；一旦

Ａ的分配决策完成，实验便结束。Ａ的收益就是保留的筹码 （１０－ｘ），Ｂ的收益是被分配的筹

码 （ｘ）。与最后通牒实验类似，Ａ的行为是考察公平分配意愿，５－５方案是公平行为。可见，

独裁实验是最后通牒实验的上半部分，也就是只有 Ａ有决策权时的分配选择，检验的完全是 Ａ

的偏好。依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Ａ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会分配任何筹码给Ｂ，Ａ偏好效

率而不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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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结果

本部分将统计实验对象在五个实验中的决策行为，除了采用一般性统计方法评价中美双方

实验对象的总体特征之外，我们还将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中美双方实验结果的

差异和每一方内部不同实验对象行为结果的差异，数据用Ｒ软件处理。

（一）信任实验中的信任与信任度

与主流经济学所预测的实验对象Ａ不会信任Ｂ、一个筹码都不会分给Ｂ，１００％提供０个筹

码的结果不同的是，中美双方实验结果都显示只有少数实验对象 （中方４０％、美方不到２０％）

才会表现得像理性经济人一样、完全不信任对方，大部分实验对象都提供了自身禀赋３３％ －

１００％的筹码给对方，中方提供禀赋３３％与６７％的实验对象的比例分别为２４％与３５％、美方则

为２０％与６２％，中方和美方都是只有１个实验对象提供了全部禀赋 （即３个筹码）给对方 （见

图２ａ）。这些数据也提供信任程度在中美双方的比较，美方提供６７％禀赋的实验对象比例远远

高于中方，说明美方高信任度更为普遍一些，表１也说明了双方提供筹码方面的显著差异。我

们问及这些赠送筹码给对方的实验对象 Ａ原因，多数人回答说，应该对他人友善一些，也相信

对方会回馈一些筹码。实验结果说明，６０％以上的人们对他人无条件怀有善意，并对他人的善

意怀有信心。

表１　中方与美方实验结果的描述性统计与检验比较

序号 实验名称
中方与美方

实验对象的比较

均值 （标准差）

中方 美方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

检验结果 （Ｐ值）

差异显著与否

（Ｐ值是否小于００５）

实验１ 信任实验

提供的筹码

返回的筹码 （３ｘ＝３）

返回的筹码 （３ｘ＝６）

返回的筹码 （３ｘ＝９）

０９５（１）

１９２（２）

３２５（３）

４４３（４）

１４７（２）

１９７（２）

３３（３）

４６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２７

０８３２１

０２１２４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实验２ 囚徒困境实验 选择的方案 ０５５（１） ０３（０） ００００１ 显著

实验３ 公共品实验 投资的筹码 ２０１（２） ２３７（２） ００００１ 显著

实验４ 独裁实验 提供的筹码 ５７６（５） ５１２（５） ０１２１９ 不显著

实验５ 最后通牒实验 提供的筹码 ４４５（５） ５４１（５） ０００００ 显著

中方内部独裁与最后通牒实验提供的筹码 ０００００ 显著

美方内部独裁与最后通牒实验提供的筹码 ０９１９０ 不显著

中方内部独裁与信任实验提供的筹码 ０００００ 显著

美方内部独裁与信任实验提供的筹码 ０００００ 显著

　说明：我们在量化处理囚徒困境实验的方案选择时，将数字０视为甲方案／合作，１视为乙方案／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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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也表明，实验对象 Ｂ越被信任、赠予的筹码越多、返还给 Ａ的筹码越多。如图

２ｂ和表１所示，中方和美方回赠筹码方面没有差异，双方都表明，在Ｂ得到筹码由３增加至９

时 （Ａ初始赠予的筹码为１－３，再乘以３倍），返还给Ａ的筹码约由１增加至４５。比如中方实

验对象Ｂ在得到１筹码、而增值为３个筹码后，会返还１０１个筹码、即收益的３３％给Ａ，相应

地，在Ｂ的筹码增值为６和９之后，会分别返还２７３个筹码、即收益的４６％，４４７个筹码、即

收益的５１％给Ａ。由此，验证了人们之间因信任而产生互惠的假设，而且互惠程度随着信任度

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人们得到的回馈增加、总收益也越趋于最大化。

图２ａ　信任与信任度

图２ｂ　信任与互惠

　　结果１：信任实验表明，人

们对他人不仅持有信任，还表现

出互惠特征，对对方信任程度越

高、对方回馈的越多。善意本性

引发人们互信和互惠偏好。信任

程度在一定程度受不同文化差异

的影响，美方的高信任度现象比

中方更为普遍，而但双方在互惠

表现上则不存在差异。

（二）囚徒困境实验中的信

任与合作

同理，与主流经济学预测的所有实验对象都会选择方案乙 （即原始游戏中的坦白）、或者说

是不合作的结果不同的是，而中美双方实验对象并没有全部选择乙方案，而是有一部分选择了

合作的甲方案 （偏离纳什均衡） （见图３）。也就是说，在双方都没有任何禀赋的前提下，人们

的经济收益完全取决于对方的选择时，人们还是会选择信任对方、共同合作以获取共同的成果。

选择甲方案的实验对象告诉我们，他们相信对方会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信任对方

的思维超越了理性计算的思维，让他们决定听从前者，即使会有一定的风险。表１说明，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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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背景下，实验对象的合作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中美双方分别有４５％和７０％的实验对象表

现出合作意愿，显然美方存在更为普遍的信任与合作偏好，比中方多２５％。

图３　信任与合作

图４　信任度、合作水平与自愿生产

结果２：囚徒困境实验表明，人们对他人不仅持有善意的信任，还表现出合作取得共同收益

的偏好。合作偏好在不同文化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美方的合作偏好现象比中方更为普遍。

（三）公共品实验中的信任度、合作水平与自愿供给

与主流经济学预测的所有实验对象都搭便车、一个筹码都不投资的结论不同，实验结果表

明，中方只有１５％的实验对象、而美方一个实验对象都没有符合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大部分

实验对象都提供了筹码，中方实验对象提供 １、２、３个筹码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８％、５９２％和

２１５％，美方则为９２％、４４８％和４６％。中方实验对象大部分愿意提供２个筹码 （３３％禀赋），

而美方实验对象则愿意提供２个筹码 （３３％禀赋）与３个筹码 （１００％禀赋）（见图４）。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美方实验对象之间的信任度更高、合作水平也更高，表１中的对比检验也说明了

中美双方存在的显著差异。此外，中方实验对象的反馈信息也显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其他４

位队友，偏好至少保留一部分筹码、以保证初始禀赋不会功亏一篑，所以提供２个筹码是他们

的普遍决策，结果大部分都持此理念，总体投资水平也并非最高。据此，我们可以说，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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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信任度越高、合作水平越高；同时也表明，公共品是可以由用

户自愿 （合作）供给的，供给水平则取决于用户之间的信任度。

结果３：公共品实验表明，人们对他人的信任产生互惠与合作，信任度与互惠程度和合作水

平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合作水平越高、自愿供给的公共品数量越多。合作水平在不同文化之间

表现出显著差异，美方的平均合作水平远远高于中方。

（四）独裁实验中的平等化与公平分配

当人们有绝对权力进行分配时，他们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所预测的那样，为了最大化自己

的利益而自己保留１０个筹码、一个筹码都不提供给其他人，实际上，中美双方的实验对象几乎

没有这样的自私行为，相反，６０％以上的实验对象都选择给他人５个筹码 （５０％禀赋）、自己保

留５个筹码的这种平等化分配方式，说明他们天生偏好公平分配结果 （见图５）；此外，中方和

美方学生平均提供分别为禀赋的５７６１％和５３４％，由表１可知，双方并无显著性差异。但是，

少数实验对象也有强利他偏好，自己保留的筹码少于提供给对方的筹码，选择了提供禀赋６０％

－１００％的行为。实验对象偏好平等分配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对方也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们在

他们的选项说明中发现，他们认为 “由于一人扮演提供者和接受者两个角色，就意味着自己有

５０％的概率被选为接受者，而此时自己希望被赠与一半的筹码，他们也相信其他人也会有同样

的预期，反过来，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提供者时，那么就应该提供５０％禀赋。”由此可见，是

信任对方也有平等观，才会使提供者做出平均分配的决定。

但是，表１也说明，当比较中方内部实验对象在独裁实验和信任实验中提供行为时，却存

在显著差异，因为在信任实验中，实验对象完全不提供的比例高达４０％，远远高于独裁实验中

的０％；而提供６７％禀赋的人数比较高、达到３５％，而在独裁实验中提供相对程度禀赋的人数

不足２０％。这说明，在存在同行奖励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平分配结果减弱，被奖励这种经济激

励 “挤出”。同理，美方内部两种实验结果的比较也存在相似情况。

图５　信任、平等观与公平分配

结果４：独裁实验表明，人们天生具有平等观，相信他人也有共同的偏好，愿意提供５０％的

禀赋给他人，做出公平分配的决定；分配结果在不同文化之间并未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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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５：对比独裁实验与信任实验的结果，同行奖励机制减弱了公平分配结果，存在挤出

效应。

（五）最后通牒实验中的惩罚与公平分配

主流经济学预测当理性经济人有相对权力进行分配时，即存在同行惩罚时，仅仅会给

对方提供１个筹码 （１０％禀赋），虽然不多，但１个筹码也大于一无所有，对方应该会接受

这种分配，而且提供给对方的筹码越多、对方越会接受，也就是说提供 １－１０个筹码，对

方都会接受，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推断几乎不成立。首先，与独裁实验的结果类似，中美双

方的实验对象几乎没有提供禀赋 １０％的筹码，仍然有 ６０％以上的实验对象选择了 ５－５公

平的分配方案 （见图６ａ）；此外，中方和美方的实验对象平均提供分别为禀赋的 ４４２７％

和４５９％，说明美方分配更趋向于公平，而是双方差异显著 （见表１）。其次，５０％以上的

实验对象都认为被分配１个筹码是非常不公平的，果断拒绝这种方案，结果双方都没有得

分。再次，实验对象１００％接受的分配方案是禀赋的５０％或者 ６０％，即他们偏好公平分配

（见图６ｂ）。最后，当实验对象受到不同平分配时，他们会拒绝，即使被提供的筹码高于６

个，他们宁愿牺牲这些收益，例如，在被提供 １０个筹码 （１００％禀赋）时，他们也认为这

是非常不公平的分配，社会性思维已经远远胜过理性思维，拒绝１０个筹码就意味着双方一

分都没有、这是对对方的惩罚 （见图６ｂ）。可以说，人们为了获得公平分配的结果，不惜

付出高昂的代价。

图６ａ　同行惩罚与公平分配

但是，同行惩罚对公平分配行为的影响存在文化差异。从表 １可以看出，对比中方的

独裁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结果，实验对象提供的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在前者中，实验对象

分配的方案倾向于大于等于禀赋的５０％，除了平等化的５－５分配比例都在６０％左右以外，

独裁试验中提供禀赋６０％的强利他行为的比例占 ２０％，远远高于最后通牒实验中的比例、

几乎为零；而提供禀赋 ４０％的弱利他行为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却显著增加。由此可以说明，

在中方实验中，同行惩罚弱化了利他行为。但是，同行惩罚对美方实验对象的分配行为却

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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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ｂ　不公平分配与同行惩罚

结果６：最后通牒实验表明，在存在同行惩罚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做出公平分配的选择，愿

意提供５０％的禀赋给对方，但是分配偏好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结果７：对比最后通牒实验与独裁实验的结果，同行惩罚机制在不同文化条件下对公平行为

具有不同影响，在中方则减弱了强利他行为，存在挤出效应；而在美方则没有影响。

五、结论

我们的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人们天生具有善意的本质，以及人们的社会性思维与自愿

供给和公平分配之间的关系，而且精炼出社会性思维的属性，即善意是根本、社会性偏好

是表征。具体来讲，信任实验、囚徒困境实验和公共品实验，以层层深入的方式验证了公

共品自愿供给假设，而独裁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则以程度相继加深的方式验证了公平分

配假设，这些实验共同验证了主流经济学自利偏好和理性思维的局限性。由此，可以说，

人们天生具有的善意本性主导着人们的社会性思维，产生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社会偏好，

能够自愿供给公共品、追求公平分配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周业安和宋紫峰

（２００８）的观点，即使我国的公共部门基本上由政府统一控制，社会成员自愿供给公共品

的空间非常小，但是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显著存在，

是社会性思维所导致的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本文也支持了叶航 （２０１２）的研究，善意是

人们的道德情感，而其产生的终极原因是，人类天性中的正义感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

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是维护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正义，通过自

然选择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部分与 Ｂｏｗｅｌｓ（２００８）

的观点一致，即人们的道德情操会被政策所削弱，尤其是政府制定的具有惩罚性质的外部

规章，虽意在监管人们的违规行为，但往往会挤出原本道德本身的约束效应，结果事倍功

半，这与我们中方最后通牒实验挤出部分强利他行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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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将５个实验结果联系起来，验证了 “善意本性———

信任、公平偏好———公共品自愿供给和公平分配”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说明了理论预测在实

践应用中的科学性。其中，信任是生产与分配的关键变量。信任是人们的一种本性，是人们行

为策略选择的基础；信任在个体之间存在程度的差异、同时也相互影响个人之见的策略选择，

信任度越高、生产水平越高、集体收益和个人收益均增加，信任度达到最大化时、个人收益和

集体收益都会实现最大化；同时，信任度越高、越选择考虑对方利益的合作策略，受惠的对方

也越将维护另一方的利益，结果导致双方的利益差别越小，分配结果越公平，但总的收益越大。

可见，在公共品的提供方面，最大化信任度能导致类似生产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信任的基础是

个体心存善意，以及对对方的善意保持信息，因此，信任程度越高、相互信任的个体之间必然

是公平的分配。一方面，信任导致合作策略的选择，本身包含考虑对方利益的同时也信任对方

会同样考虑自己的利益，任何一方不会过度占用合作产生的利益。不会过度占用合作生产的利

益，意味着双方的利益差别不会很大，或者说差不多，结果就表现为公平分配的实际结果。另

一方面，信任导致的互惠行为的另一种表现是，当碰到明显偏离信任———合作应有的结果时，

采取的不合作或对抗行为。如果碰到这种不符合 “信任———合作———互惠———效率”的情况而

仍然接受，实际上就否定了前面所谓的互惠行为的存在。相反，在出现明显不公平分配的情况

时，可以看作是对 “互信———合作”行为的否定，那作为具有 “互信———合作”本性的个体，

选择不合作甚至对抗以制止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继而，通过惩罚来制止不公平的

分配，可以看作是前面互惠行为的另外一面。我们认为，相信人们的平等化观念，制定公平的

分配方案，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有序的分配共享利益。

基于此，本文建议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充分了解人们的社会性思维和微观行为。既然人们天

生有合作的意愿，能够本能地监督他人的行为，并毫不吝惜代价地惩罚违规者，那么政策的重

点有必要考虑这些思维、能力和行动，为人们自愿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信息平台。如果政策

仅仅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为前提，强调外部的物质激励措施，比如价格机制和行政管理等，

而忽略了人们内在的社会性思维，可能将付出高成本、低效率的干预代价。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在信任度、合作偏好、合作水平和公平偏好方面都表现出较

高 （强）的特征，借助已有研究我们初步总结出中美双方在行为效果差异方面的原因，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市场整合因素的解释，即市场整合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的合

作水平越高 （Ｈｅｎｒｉｃｈ等，２０１０ａ）；美国显然具有比中国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在信任

和合作等行为结果方面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绩效也就不言而喻了。另一方面是基于基本认知

和动机过程因素的解释，即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尤其是美国人，与亚洲国家的相比，更多

地采取分析式的推理策略，不受环境影响而是更为依赖规则来解释和预期行为 （Ｈｅｎｒｉｃｈ

等，２０１０ｂ）。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美双方的文化和制度等背景不同，双方的实验对象在信任、合

作等程度上表现出一定差异，但是他们的总体行为趋势表现出极大地相似性，即没有一方

出现主流经济学所预测的后果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这也恰恰说明具有善意的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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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社会性思维。此外，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只设计了

静态单次博弈、没有具体比较个人的理性思维和社会性思维、没有考虑个人的异质性特征

等，仅仅基于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得出的结论或许与社会一般现状之间有些偏差，对中美双

方行为结果量化差异的原因探讨还有待深入，我们后续会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并将实验扩

展到田野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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